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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洞庭湖地区水稻种植面积
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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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多熟制水稻面积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对保障我国粮食生产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运用Nich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了洞庭湖地区1987—2017年一季稻和双季稻种植

面积的时空动态变化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近30年来，位于丘岗山地区的一季稻面

积比例大于中部平原地区，整体呈上升的变化趋势；武陵区、沅江市等地在2007—2017年呈先

降后升的变化趋势。（2）1987—2002年间一季稻和双季稻面积相对变化率呈西高东低的梯度型

变化模式；2002—2017年间一季稻呈高—低—高的条带状变化模式，双季稻呈北高南低的变化

发展模式。（3）1987年和2017年地理探测模型结果表明，有效灌溉面积、工业从业人员、农业从

业人员、农林牧渔总产值对水稻面积影响程度不断加深。研究结果可为水稻种植结构调整提

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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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的时空动态变化研究是农业研究的重要内容[1]，农作物的时空分布信息是人类

在空间上对农业资源利用状况的重要反映，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资源环境具有重

要意义[2]。水稻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其播种面积约占粮食播种总面积的30%，全

国约占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3]，其生产与布局对我国农业生产、农民增收、粮食安全和

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和国家

“三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水稻生产和布局在空间上发生重大变化[4,5]。在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的驱动下，土地非农化、农业兼业化、耕地非粮化等问

题开始凸显[6]，而人口刚性增长、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增产乏力等因素对水稻生产的挑战

也不断加深，我国粮食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水稻生产与布局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

健康稳定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7]。因此充分了解水稻生产空间变迁特征，把握

水稻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规律，对更合理地配置农业生产资源，制定科学有效的水稻

生产政策，积极主动调整水稻产业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8]。

国内外学者围绕水稻种植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对水稻研究多聚焦于水稻品

种评价[9]、面积变化与产量预测[10]及田间综合管理方式[11]等方面。国内早期学者对水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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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变化的研究多借助SPAM-China模型[12]、重心拟合模型和敏感性分析[13]来分析水稻种植

面积及产量的时空动态变化过程、格局、地域分异特征、影响因素及调控措施，其中对

水稻生产空间布局及产量重心变化等方面颇为关注[14-16]，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从已有

研究来看，在研究视角方面，学者们多是以水稻作为总体来分析其种植面积的变化格

局，而较少对单、双季不同熟制水稻种植面积变化进行研究，归纳总结其动态变化的规

律差异；从研究尺度来看，多集中于国家或省域的宏观尺度[17-21]，而以县市区为研究单元

的中观尺度较为缺乏；从研究内容来看，更多地注重于水稻种植面积及产量的动态变

化，虽开始关注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但多以定性分析为主，而对采用地理探测器、相对

发展率及GIS空间分析等多种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较为缺乏。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和消费国[22]，而洞庭湖地区又是以“鱼米之乡”

著称的典型区域[23]，以县市区为研究单元，综合分析近30年来洞庭湖地区不同熟制水稻

种植面积的空间分异和影响机制对优化水稻区域种植结构、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洞庭湖地区（常德市、益阳市、岳阳市） 24个县市区为地域

单元，利用1987—2017年近30年水稻面积数据，采用相对发展率和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

法，了解不同熟制水稻播种面积的时空动态变化。从农作物空间分布的系统科学视角出

发，为全局把握水稻空间布局变化格局，探究其变动原因，为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水稻

作物空间分布信息和驱动机制等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涵盖了湖南省行政区内的洞庭湖区，主要以常德市、益阳市、岳阳市三个地级市

所辖的24个县市区为研究区域（图1），经纬度范围为111°30′~114°30′E，28°50′~30°15′N。

图1 研究区位置及耕地分布示意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schematic map of cultivated land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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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地区地处湖南省北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东、南、西三面环山的碟状盆

地，土壤肥沃，水热充足，农业资源丰富，素以“鱼米之乡”著称，是湖南省重要的商

品粮生产基地。而常德市、益阳市和岳阳市是环洞庭湖区的三个主要城市，其自然条件与

洞庭湖区域基本相同[24]。2017年，三市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为1505.44×103 hm2，占湖南

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 30.24%，其中一季稻面积为 321.57×103 hm2，双季稻面积为

1034.41×103 hm2，占湖南省总稻谷播种面积的31.99%。因此，选择常德市、益阳市、岳

阳市三市作为不同熟制水稻种植面积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2 数据来源

以洞庭湖区24个县市区为地域单元，以1987年为起始年，每5年为一个时段，将三

市近 30年数据分成 7个时间点（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

和2017年）。其中，一季稻和双季稻播种面积数据来源于1987—2017年《湖南农村统计

年鉴》，灌溉面积、自然灾害成灾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关指标数据

来源于1987年和2017年《湖南统计年鉴》，2017年常德、岳阳和益阳三市《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公报》，2015年洞庭湖耕地数据下载于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分辨率为30 m×30 m。

1.3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对研究区域水稻种植面积变化的影响差

异。为了更好地反映水稻种植面积变化，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5,26]并结合洞庭湖区域自然条

件、社会经济发展、劳动力变化等因素，分别从环境特征（灌溉面积 x1、自然灾害成灾

面积 x2、化肥施用量 x3、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x4）、家庭特征（工业从业人员 x5、农业从业

人员x6、农村人口总数x7、人均可支配收入x8）和社会特征（农业机械总动力x9、农林牧渔

总产值 x10、机耕面积 x11、城市化率 x12）三个方面着手，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共选取

12个影响因子构建指标体系对洞庭湖区域水稻种植面积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图2）。

图2 水稻面积影响机制概念框架

Fig. 2 The concept framework of rice area impac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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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特征变量主要表征水稻种植的自然环境和市场环境，农户在种植前会根据

经验对水稻种植所需的自然环境条件（土壤、水源、地形、受灾情况）和市场经济条件

（技术、化肥、农药的投入成本）进行预判。水稻较其他作物生长发育需要更多的水量，

灌溉面积的覆盖率越大，有利于充分满足水稻生长的水分需求；化肥施用量的多少会影

响水稻生长的养分需求；自然灾害加剧耕地破坏，土壤肥力下降，进而导致水稻种植面

积减少；特别是近年来，受经济作物市场价格冲击，经济作物替代粮食作物现象严重影

响了农户对水稻种植的积极性，这些都成为影响水稻种植面积的决定性因素。

（2）家庭特征变量主要体现出家庭就业结构和务农水平，反映农民水稻种植的能力

与水平，对水稻种植面积产生重要影响。如农业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数越多，则农户对

水稻的种植贡献程度越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和工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可导致家庭职

业结构发生转变，并且由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以工代农、产业结构转变将会影响农

业劳动人口的变化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成为影响水稻种植面积的重要因素。

（3）社会特征变量主要表现出产值收益状况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展现出区域

整体农机水平和城市化状况。如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机耕面积能够较好地解释农业现代化

水平的高低，农业技术水平越高将会减轻农民的种植负担，在水稻播种、生产及收割等

环节具有重要作用；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就业并占用大量耕地

面积，造成务农人员及可供农作物生长用地面积不断减少，进而影响水稻种植面积，成

为影响水稻种植面积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所选影响因子指标能够较全面地体现影响

水稻种植面积变化的差异。

1.4 研究方法

1.4.1 Nich指数

不同熟制水稻种植面积的相对发展率（Nich）是测度地区水稻种植分布变化特征的

重要依据，能够较好地反映两种熟制水稻种植变化的地区差异性[27,28]。基于此，本文通过

计算1987—2017年一季稻和双季稻面积的相对发展率，再对其变化类型进行划分来分析

其空间分异，具体表达式如下：

Nich =(Lb - La) (Fb -Fa) （1）

式中：La、Lb 分别代表某县市区 1987 年、2002 年、2017 年两种熟制水稻种植面积

（hm2）；Fa、Fb分别代表整个研究区域 1987年、2002年、2017年两种熟制水稻种植面积

（hm2）。当Nich趋近于 0，则表示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若|S|越大，则表示该县市区的单

（双）季稻种植发展能力快于整体水平；若|S|值越小，则相反。

1.4.2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为空间数据探索性分析的有力工具，其模型最早由王劲峰提出，不仅可

检验单变量的空间分异性，而且可探测两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已被广泛运用于自然、

社会等各个领域[29,30]。本文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研究三市水稻种植面积的影响因素，其核

心思想是：若其中某因素与水稻种植面积变化强度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则说明

该因素对水稻种植面积的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具体表达式如下：

QR = 1 - 1
nσ2∑

t = 1

G

Ntσ
2
t （2）

式中：QR是影响因子R对水稻种植面积的探测力值；σt
2和σ2是整个区域的离散方差，σt

2

为R因素类型量 t的离散方差；Nt和n分别为类型量 t和整个区域的样本数；G为因素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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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数。QR的值域为 [0, 1]，其取值越接近1，则表明该因素对水稻种植面积变化的影响

越大。

通过交互作用探测来计算和比较两单因子x1、x2交互后的q值与各因子单独作用时的

q值大小，识别不同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及交互强弱、线性或非线性等信息，具体

信息见表1：

2 结果分析

2.1 近30年两种熟制水稻种植面积时空变化动态轨迹

2.1.1 两种熟制水稻面积的时序动态变化

借助ArcGIS 10.5对近30年洞庭湖地区两种熟制水稻种植面积绘制柱状区域图（图3），

由图 3a可看出，1987—2017年 24个县市区一季稻播种面积整体呈上升的变化趋势，西

北、西南及东部丘陵地区一季稻种植面积比例大于中部平原地区，这是由于山地丘陵地

区耕地面积较少、分布零散、机耕难度大，并且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大量农村年轻劳

动力外出打工，一季稻种植能够满足农户的基本口粮需求。而武陵区、资阳区、湘阴县

等紧靠洞庭湖的7个县市区在2007—2017年间一季稻面积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主要

原因是受连年高温及强降雨天气影响，导致自然灾害不断，以及“围湖造田”等生产活

动引发的洪涝灾害频发，致使一季稻播种面积持续下降；南县、临湘市、安乡县等16个

地区一季稻播种面积呈上升变化趋势（图3a）。譬如，安化县近年来陆续成立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农业结构不断优化，极大提高了一季稻种植效率。

与一季稻播种面积相比，1987—2017年大部分地区双季稻播种面积呈先降后升和持

续下降的两种变化发展趋势。其中石门县、安乡县、安化县等5个县区呈现持续下降的

变化趋势，且都位于洞庭湖外围（图 3b）。受耕地休耕治理的影响及经济作物快速发展

的冲击，农作物种植比例明显下降，对水稻种植面积造成一定负向作用。如2011年平江

县等地受强降雨影响，部分进入收获期的早稻田被山洪、泥石流摧毁，导致早稻亩产下

降，迫使农民改种单季稻；位于中部地区的沅江市、岳阳县、南县等19个地区呈先降后

升的变化趋势，且主要拐点在2002年。2002年起，中央财政先后设立水稻、小麦等农作

物良种补贴政策，资金规模大幅度增加，成为一项重大的强农惠农政策，并对早稻、中

稻、晚稻分别实行种一亩补一亩的补贴政策，进而扭转了双季稻持续下滑的趋势。综合

自然、社会、经济和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同地域间对不同熟制水稻种植选

表1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交互作用类型

Table 1 Typ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covariates

图示 判据

q(x1∩x2)<min[q(x1), q(x2)]

min[q(x1), q(x2)]<q(x1∩x2)<max[q(x1), q(x2)]

q(x1∩x2)>max[q(x1), q(x2)]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交互作用

非线性减弱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双因子增强

独立

非线性增强

注：min[q(x1), q(x2)] 表示在 q(x1)、q(x2) 两者取最小值；q(x1)+q(x2) 表示 q(x1)、q(x2) 两者求和；max[q(x1), q(x2)]

表示在q(x1)、q(x2) 两者取最大值；q(x1∩x2) 表示q(x1)、q(x2) 两者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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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具有一定分异性。

2.1.2 两种熟制水稻面积动态变化的空间分异

通过计算研究区域 24个县市区 1987—2002年、2002—2017年两种熟制水稻种植面

积的相对发展率来分析不同熟制水稻种植面积变化的地区差异。根据 24 个县市区单

（双）季稻面积的相对发展率，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单季稻面积和双季稻面积的相对发展率

各分成3个区并进行可视化（图4、图5），由于数据所得结果较小，为了更好地分析各县

市区的变化特征，默认其中Ⅰ区和Ⅱ区为高值区，Ⅲ区为低值区。

由图4可以看出，2002年一季稻高值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常德市及益阳市的西部及南

部的丘岗山地区，相对发展率呈西高东低的梯度型的变化模式。常德市的澧县和桃源

县，益阳市的南县和桃江县的相对发展率最大，均大于9%，远大于其他县市区。其中澧

县、南县的相对发展率分别为 12%、10%；其次为桃源县和桃江县，相对发展率均为

9%。而2017年一季稻相对发展率主要呈高—低—高的条带状变化模式，其中安乡县、平

江县和澧县的相对发展率最高，分别为 16%、15%、13%。与平原地区相比，山地丘陵

地区耕地面积较少、分布零散、机耕难度大、生产经营成本大，当地务农劳动力的兼业

化、老龄化、女性化等特征显著，且半工半耕的就业状态使得大多数农户更倾向于选择

图3 1987—2017年洞庭湖地区一季稻面积和双季稻面积变化幅度

Fig. 3 The change of single cropping rice area and double cropping rice area in Dongting Lake Area from 1987 to 2017

图4 2002年和2017年洞庭湖地区一季稻面积相对发展率的空间布局

Fig.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ich index of single cropping rice area in Dongting Lake in 1987 an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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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稻的种植，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地区一季稻的种植。同时一季稻的种植可有效满足农

户基本口粮需求，无需再多种一季稻谷增加劳动强度，并且1995年安乡县、平江县等地

被省农委定为集中育秧的重点项目县市，极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一季稻种植的投入力度。

因此一季稻种植面积的相对发展率远高于其他县市区的相对发展率。而主要集中于环洞

庭湖区中部地区的低值区多为河湖冲积平原，光热水资源优越，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及农

户水稻种植经营规模较大，但该区域人口集聚，城乡发展密切，尤其是赫山区、资阳区

及岳阳楼区等地相对发展率趋于 0。这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就业机会不

断增多，以工补农和以工代农的发展趋势较为明显，使得该区域一季稻种植面积相对发

展速率及能力较弱。

由图5可以看出，2002年双季稻高值区与一季稻高值区相同，呈西高东低的梯度型变

化模式，岳阳县、赫山区、南县等7个地区的相对发展率均大于12%，而赫山区和鼎城区的

相对发展率呈下降的变化发展趋势。2017年双季稻的相对发展率呈北高南低的变化发展

模式，汉寿县、沅江市等地区呈由低到高的变化趋势，主要是由于1990年开始，该区域

汉寿县等地区开始大面积推广早稻旱育秧技术，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且北部

地区耕地面积大，种植双季稻可高效集约利用耕地和保持土壤肥力，从而该区域双季稻

面积相对发展率较大。譬如2000年开始启动稻田耕作制度改革项目，种植密度、生产规

模、技术水平和产业化开发程度都发生一定变化，致使双季稻种植变化幅度也较大。位

于南部地区的安化县、平江县、赫山区离长株潭城市群较近，大量劳动力转移就业使得

耕地非农化与非粮化趋势明显，致使其双季稻发展能力下降。由于城区与非城区的发展

能力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虽然资阳区、云溪区、鼎城区等地于2006年开始引进新品

种“黄华占”，其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等优良特点迅速被当地农民接受，使得其双季稻

种植面积比期初增加，但较中部地区相对变化幅度较小。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各地

区光热水资源的不匀称性，农田水利设施的差异性及地区农户对品种搭配和季节安排上

存在盲目性，城市化发展程度的不均衡性使得各县市区的两种熟制水稻种植面积的区域

分异明显。整体来看，大部分县市区一季稻和双季稻面积比期初增加，呈正向趋势。

2.2 水稻种植面积影响因子驱动力分析

洞庭湖区域水稻种植面积变化及地域分异是由环境、家庭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

用、交互影响的结果，对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区域种植结构转变、农民转移就业和乡村振

图5 2002年和2017年洞庭湖地区双季稻面积相对发展率的空间布局

Fig. 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ich index of double cropping rice area in Dongting Lake in1987 an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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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规划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借助地理探

测器来计算 1987年和 2017年各影响因子对

水稻种植面积变化的影响大小并进行对比

分析：

由环境特征变量计算结果发现（表2），

1987 年和 2017 年的灌溉面积 x1、化肥施用

量x3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x4的影响因子均大

于 0.35。其中，1987 年影响最大的因子是

x4，为 0.63，其次是 x1，为 0.58；2017年影

响最大的因子是 x1，为 0.76，其次是 x3，为

0.50。水稻生长对水资源要求较高，势必成

为农户在种植水稻时的必要考虑因素。由

于洞庭湖区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湘

江、资水、沅江、澧水和汨罗江贯穿于常

德市、益阳市和岳阳市，使得三市水源充

足，全年雨水充沛，灌溉面积覆盖广，能充

分满足水稻生长的水分需求，进而促使水稻

种植面积的扩大；其次为 x3、x4。特别是随

着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水稻产值约占湖

南省种植业产值的七成，成为农民经营性

收入的重要来源，经济作物的扩种对水稻种植具有重要影响。1987年和2017年影响力最

小的是自然灾害成灾面积 x2，三市大部分地形属于洞庭湖冲积平原，1998年国务院提出

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治水方略，有效降低了由“围湖造田，围湖垦

殖”所带来的洪涝灾害。

由家庭特征变量计算结果发现，1987年影响水稻种植面积的主要因素为农业从业人

员 x6和农村人口总数 x7，q值分别为0.38和0.46；2017年影响水稻种植面积的因素除 x6和

x7外，新增工业从业人员 x5是另一主要因素，其q值为0.47。水稻种植业作为一种劳动密

集型产业，其乡村人口总数越大和农业从业人员越多，会大大增加农户对土地的利用强

度，提高对作物种植的贡献率，且农户为解决自身基本口粮需求问题，将会扩大对水稻

的种植面积，进而影响水稻种植面积的变化，因此这两个因子对近30年水稻种植面积的

影响具有一定主导作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发展迅速导致工业从业人员逐

渐增多，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了农民外出打工的可能性，成为影响水稻种植面积

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x8的q值由0.26变为0.05。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

体现出家庭收入的差异，转变家庭职业观念及性质，早期对水稻种植面积的影响较大且

具有一定的负向作用，但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人们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务农收入远

低于其他工作方式，进而对水稻种植面积的影响也逐渐减弱。

由社会特征变量计算结果发现，农林牧渔总产值 x10在 1987年和 2017年影响最大，

其 q值分别为 0.57和 0.67。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增长代表着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农业作

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对其产值影响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而水

稻作为湖南省的重要粮食作物，对其产值贡献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知，农林牧渔总产

表2 1987年和2017年洞庭湖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影

响因子的地理探测结果

Table 2 Detected result of impact factors of rice planting

area in Dongting Lake Area in 1987 and 2017

驱动因素

环境特征

家庭特征

社会特征

主导交互因子

主导交互因子q值

探测因子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q值

1987年

0.58***

0.05*

0.35**

0.63***

0.14*

0.38**

0.46***

0.26*

0.29*

0.57***

0.37**

0.55***

x7∩x11

0.87

2017年

0.76***

0.34**

0.50***

0.41**

0.47***

0.50***

0.50***

0.05*

0.61***

0.67***

0.63***

0.35**

x1∩x9

0.87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相关；其他无相关性。

2506



10期 米胜渊 等：近30年来洞庭湖地区水稻种植面积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值的变化对水稻种植面积的影响不断增强；农业机械总动力 x9和机耕面积 x11代表农业现

代化水平程度，其对水稻种植面积变化影响不断变大，虽然机耕面积是影响作物产量的

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对水稻播种面积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对作物播种面积的影

响不容忽视。农业机械化水平不仅对水稻产量影响显著，而且对水稻种植面积也有一定

影响。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快速增

长，农业机械化程度迅速提升，从而大大减轻农户种植负担，实现耕地面积的有效扩

展，提高水稻种植效率，促使安全、高效、大面积种植；其次是城市化率x12，q值为0.55

和0.35。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弃耕抛荒问题严重，水稻

播种面积不断减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量占据耕地面积，工业废水及重金属

污染对土壤环境的破坏，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从而导致水稻播种

面积受到进一步挤压，因此，城市化率是影响水稻面积种植的重要因素。

不同影响因子之间具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关系，通过交互探测器对不同影响因子之

间的交互作用发现，各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对水稻播种面积的影响大于单因子作用，主

要呈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在增强两种类型。由计算结果发现，1987年的主导交互因子为

x7∩x11，早期农村就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增长较快，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成为影响水稻

种植面积的重要因素；2017年的主导交互因子为 x1∩x9，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

业机械总动力不断增加，及灌溉工程技术的不断规范，进而对水稻种植面积的影响不断

加强。以上两对交互因子q值均为0.87，在66对交互因子中最高。由此可知，水稻种植

面积的变化不仅受到单因子的影响，而且是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交互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3.1 讨论

（1）水稻种植面积变化是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多熟制水稻

种植体系中的间作、套种等种植方式，实质上也反映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文借助Nich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洞庭湖地区两种熟制水稻面积的时空演变及影响

因素展开研究，为水稻种植结构的调整及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将本文结论与张

猛等[31]基于洞庭湖区2013年的Landsat NDVI数据所得的一季稻和双季稻面积的空间分布

进行比较，发现由遥感影像数据对一季稻和双季稻种植面积分布信息提取与统计数据所

得结果相符合，一季稻面积主要种植区较为零散，而双季稻面积在小范围内集中。但与

统计数据相比，遥感数据易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混合像元对水稻等作物分布信息

提取的精度影响较大。

（2）本文在基于统计数据的水稻面积演变研究中仍有许多不足，由于研究区域范围

较小，致使部分县市区水稻种植面积变化及地域差异较小，故未对连续年份的驱动因子

进行分析与比较；在研究内容上未能增加一季稻与双季稻之间的转换趋势与原因。因

此，未来研究可针对全省各县市区或某县各乡镇水稻种植面积变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分

析，充分考虑水文气候、土壤属性等对水稻种植面积变化的影响，为湖南省乃至全国粮

食安全评估及水稻种植的时空变化和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3.2 结论

本文运用Nich指数和地理探测模型，分析了洞庭湖地区1987—2017年一季稻和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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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种植面积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论如下：

（1） 1987—2017年间，洞庭湖地区一季稻面积整体呈上升变化趋势。其中，西北、

西南和东部丘陵地区一季稻播种面积比例大于中部地区，2007—2017年间紧靠洞庭湖的

部分地区一季稻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而双季稻面积呈先降后升和持续下降的两种变

化趋势，2002年沅江市、南县，桃源县等大部分地区开始稳步上升，成为双季稻面积变

化的主要拐点。

（2）近30年来，24个县市区受地形特征、技术水平、劳动力变化等影响，两种熟制

水稻面积的区域发展变化差异明显，但整体一季稻和双季稻面积发展速率及能力都比期

初有所提高，呈正向趋势。其中1987—2002年间一季稻和双季稻面积相对发展率呈西高

东低的梯度型变化模式。2002—2017年间一季稻相对发展率呈高—低—高的条带状变化

模式，双季稻相对发展率呈北高南低的变化发展模式。

（3）通过对1987年和2017年洞庭湖地区水稻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环境特征方

面，主导因素由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转变为有效灌溉面积；家庭特征方面，工业从业人

员、农业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总数的影响力度不断增加；社会特征方面，农业现代化水

平及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1987年和 2017年主导交互因子探测值均为

0.87，表明各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对水稻面积的影响远大于单因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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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ice planting area evolution
in Dongting Lake Area during 1987-2017

MI Sheng-yuan1, TAN Xue-lan1, TAN Jie-yang2, JIANG Ling-xiao1, WANG Zhen-kai1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2.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Regional Plann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angsha 410125,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multi- cropping rice area to ensure Chinese grain production and security. The

Nich index and geo-detector model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e-cropping rice and double-cropping rice planting in Dongting

Lake Area from 1987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one cropping rice in the hilly area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e overall

trend was increasing; with a tendency to decrease first and then increase in Wuling district,

Yuanjiang city and other places from 2007 to 2017. (2) From 1987 to 2002, the relative

development rates of the area of one- cropping rice and double- cropping rice showed a high

gradient pattern in the west and low in the east. From 2002 to 2017, one-cropping rice showed

a high- low-high banding pattern, while double-cropping rice showed a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3) The results of geo-detector models in 1987 and 2017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effective irrigation area, industrial workers, agri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total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exerted influence on rice

area. This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adjustment of rice planting

structure.

Keywords: rice area; space-time dynamics; influencing factors; geo-detector; Dongting Lake

2510


